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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服務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PSM）一直被視為影響公務員態度、

行為、產出的關鍵指標；提升公務員的公共動機則被視為是提升公共服務品質

與產出的重要手段。文獻指出，專業能力的訓練對公共服務動機是一個雙面

刃，有可能因為專業能力提升，降低公務員對政治影響的容忍，進而降低公共

服務動機。如果專業能力的訓練不是一條可行的路，價值性的訓練則成為另一

個可能性。本研究以「環境保護」的價值性訓練為例，透過準實驗法評估價值

性訓練對提升公務員公共服務動機的效果。主要的研究問題有二：（1）價值性

的訓練是否能有效提升公務員的公共服務動機？（2）哪些變數可能影響公共服

務動機的進步程度？ 

 

研究結果發現，價值訓練課程依然對提升公共服務動機沒有幫助，甚至四個公

共服務動機構面當中，有兩個構面的分數在訓練過後顯著降低。研究發現，初

始環境認知分數較高以及是因為與公部門理念契合才選擇入行是兩大可能降低

公共服務動機分數的原因；而對課程的理解程度與投入程度則可能提高公共服

務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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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共服務動機（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PSM）一直被視為影響公務員態度、

行為、產出的關鍵指標；提升公務員的公共動機則被視為是提升公共服務品質

與產出的重要手段。然而公共服務動機的養成是個潛移默化的過程，包括成長

過程的價值觀、宗教、社會化的影響等，皆可能提升或降低公共服務動機。從

這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來看，公共服務動機多半在人員選擇進入公務界之前已經

養成，這也是為什麼過去的研究發現公務員的公共服務動機比非公務員來的

高。然而更重要的問題是，針對已經成為公務員的人，他們的公共服務動機能

透過訓練提升嗎？文獻指出，專業能力的訓練對公共服務動機是一個雙面刃，

有可能因為專業能力提升，降低公務員對政治影響的容忍，進而降低參與公共

政策制訂（attraction to policy making）的公共服務動機。如果專業能力的訓練

不是一條可行的路，價值性的訓練則成為另一個可能性。本研究以「環境保

護」的價值性訓練為例，透過準實驗法評估價值性訓練對提升公務員公共服務

動機的效果。主要的研究問題有二：（1）價值性的訓練是否能有效提升公務員

的公共服務動機？（2）哪些變數可能影響公共服務動機的進步程度？ 

 

公共服務動機的內涵 

公共服務動機的研究，從 Rainey（1982）最早提出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這

個名詞，以及 Perry & Wise（1990）正式提出公共服務動機的概念（陳重安、

許成委，2016），已經有不少的公共行政學者投入其中，甚至成為了最熱門的研

究主題之一。甚至有學者主張，公共服務動機可能是唯一一個起源於公共行政

領域、不是由其他如管理學、心理學、政治學等領域所引進的理論，是可稱為

公共行政特色的原創性理論。 

 

若將公共服務動機的研究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便是在研究公共服務動機

到底是什麼，以及這些概念該怎麼測量。第二個階段則是檢驗第一個階段所建

立的概念與構面是否能被驗證（Perry，2014）。Perry & Wise（1990）首先將公

共服務動機定義為是公共組織或公共機關中個人所特有的動機模式。這個將公

共服務動機設定在「個人行為傾向」的定義，深遠的影響了後續的研究。一直

到 2015年，公共服務動機已經有超過 23種不同的定義，顯見學著們對於公共

服務動機該如何定義已經出現了意見紛歧（Bozeman & Su，2015）。常見的分

類方式包括將公共服務動機定義為利他動機（altruistic intentions）、以組織價值



或目標為導向的動機（institutionally unique motives），以及親社會動機

（prosocial motives）（Perry & Hondeghem，2008; 陳重安、許成委，2016）。另

有學者提出整合性的概念，將公共服務動機定義為「一種視內在報酬勝於外在

報酬的個人特質」（intrinsic rewards over extrinsic rewards）（Kim，2006：726），

或「一組能驅動個人投入對社會有益的行為的因素」（Taylor，2007：934）。 

 

Perry（1996）首先建構了一組含有四個構面的公共服務動機量表，包括對政策

制訂的興趣、對公共利益的承諾、同情心，與自我犧牲，共有 24個測量題目。

Perry（1996）。後來公共服務動機的測量與驗證成為公共行政學界的顯學，許

多學者賦予公共服務動機不同的定義並且產生了不同的量表，但多數研究依然

以 Perry （1996）所建立的四個構面的 24道題目為基準進行變化（Andersen & 

Pedersen，2012；Coursey & Pandey，2007；Kim，2009；Kim等，2013；

Moynihan & Pandey，2007；Ponomariov & McCabe，2017）。 

 

公共服務動機的研究也引發的學者進行依照不同國家、文化調整量表的研究興

趣。包括英國、德國、中國、荷蘭、澳洲、比利時、義大利和韓國皆有學者驗

證公共服務動機的量表（陳重安、許成委，2016）。其中以 Sangmook Kim

（2013）為首的 16位學者，在 12個國家收集資料驗證並建立了 16個題項的公

共服務動機的量表，雖然同樣採用 Perry（1996）的四個構面，但各題項的敘述

已有顯著的不同。由於 Kim等（2013）的題目參考了多國的資料，甚至參考了

儒家文化的元素（Kim，2009），多位台灣學者將 Kim等（2013）與 Perry

（1996）的量表進行比較，皆得出 Kim等（2013）所建構的量表更適合用於台

灣的結論（林玉雯，2015；孫同文、許耿銘，2014；潘瑛如、李隆盛，2014）。 

 

公共服務動機的定義與測量，一直到今日都還是公共行政學者關心的話題。雖

然自 1996以來超過 20個年頭，Perry（1996）所建構的量表依然是接受度、使

用度最廣、最頻繁，然而其內涵依然不斷的受到挑戰，尤其是該量表在不同文

化之下的適用程度。陳重安、許成委（2016）從公共服務動機的根本定義提出

挑戰。他們認為，公共服務動機被稱為「動機」可能已經做了錯誤的假設。從

多位學者給出的定義，公共服務動機參雜了價值、信念、和態度的元素。而價

值、信念和態度，與動機最大的不同，即在於動機必然是某個行為的理由（例

如參與志工服務的動機），然而價值、信念和態度，卻不盡然與行動/行為有直

接連結。「而價值、態度、信念等與行為並沒有一一對應的關係。價值、態度與

信念可以在沒有任何行為的情形下獨立存在，它們會影響行為，但並不必然決

定行為的發生和持續；比如，人們常常做出與價值、信念與態度相反或不同的

行為，這與動機有很大不同（陳重安、許成委，2016）。」而且，公共服務動機

也不必然與自利無關，許多利他的行為也參雜了自利的因素，無法全然切割。

基於這些理由，陳重安、許成委（2016） 認為公共服務動機的內涵應當回到最



初的起點甚至全面重新檢討。 

 

如何提升公共服務動機 

最早的公（Crewson，1997；Perry & Porter，1982；Rainey、Backoff & Levine，

1976）。Perry and Wise（1990）認為擁有這樣的特質的人主要存在於公部門，甚

至是公部門員工特有的。自從公共服務動機受到重視以來，學者們對於公共服

務動機的來源以及該如何增進等議題相當重視，學者們已經分別從個體因素

（包含人口統計變項、宗教、社經水準、家庭背景、工作時間、社會化程度

等）進行分析，與組織、環境因素進行分析（包含領導風格、組織的繁文縟節

等（Perry，1997）。組織環境因素對公共服務動機的影響相對於個體因素來

說，對於組織管理的意義更為重大，因為公共服務動機已經被視為與績效息息

相關，是提升公共服務品質的關鍵指標，如果公共服務動機能夠透過管理與制

度設計等方法維持或提升，是組織管理的重要議題。 

 

從 Perry （1997）的研究開始，教育程度就已經被視為是影響公共服務動機的

變項；然而一開始，教育程度僅是被視為是人口統計變項之一。後來教育被視

為是形塑信念的重要管道，研究也發現教育程度愈高，公共服務動機愈強

（Moynihan & Pandey，2007）。 

 

與教育相關的另一個變數是組織的專業化。Moynihan and Pandey （2007）發

現，身為專業組織的成員，其公共服務動機顯著的比較高。然而專業化這個變

數在其他的研究當中有不同的發現，最早 Perry（1997）的研究發現專業化程度

對於公共服務動機各個構面的影響不一致—組織專業化的程度與政策制訂的興

趣成反比，與對公共利益的承諾、自我犧牲成正比，但與同情心無顯著關係。

Moynihan and Pandey（2007）將兩個研究的差異歸於測量方式以及研究對象的

不同。Andersen and Pedersen（2012）則發現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與同

情心呈現反向關係，但與政策制訂的興趣成正向關係，與對公共利益的承諾則

無顯著關係。這個結果可說與 Perry（1997）的結論完全相反。 

 

雖然組織的專業化程度與員工的公共服務動機關連性的研究結論有歧異，但專

業化的訓練，卻有大量的文獻驗證專業知識、專業倫理的訓練對公共服務動機

的養成有害（Andersen & Pedersen，2012；Bombeke等，2010；Cech，2014；

Coulehan & Williams，2001；Crandall，Davis，Broeseker & Hildebrandt，2008；

Hojat等，2009；Howard & Douglas，1978；Khajavi & Hekmat，1971；

Ondrack，1975；Ponomariov & McCabe，2017；Sheldon & Krieger，2004）。這

些研究領域跨及護理、醫學、法律、公共行政（針對MPA學生）、心理諮商、

教育；換言之，與何種專業領域無關，而是專業知識訓練的本身，容易將原本

用專業服務人群的理想性（ideology）轉換為務實的（pragmatic）職業操作



（Ondrack，1975），進而降低了動機中的利他因素。這樣的現象類似韋伯

（Max Weber）所指涉的官僚化的結果（a consequence of bureaucratization）

（Ponomariov & McCabe，2017），也就是說專業訓練的過程發生了手段與目標

置移；原本的專業知識與技術應當是做為服務人群的手段，但在教育的過程當

中專業化的強調卻成為目標的本身。 

 

綜合過去的研究結果發現：教育程度與公共服務動機成正比，但專業化的訓練

卻能降低公共服務動機；若以這個結果推論，是否非專業化的訓練對提升公共

服務動機有益？與專業化訓練最直接的反面便是價值的訓練，且是與工作無直

接關連的價值訓練。本研究期望瞭解價值性的訓練課程是否能夠有效提升公共

服務動機。 

 

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用陳敦源、XiaoHu Wang、Evan Berman於 2015年執行的文官意見研

究科技部研究案資料。該調查資料蒐集 2015年國家文官學院初任公務人員高考

班的學員之意向，其中包含準實驗設計。該研究考量南北、上課時段等因素後

隨機抽出 12個班級（共 543名學生），隨機分出實驗組與控制組各 6班。實驗

組安排上「環境保護」課程，控制組則不會上「環境保護」的課程。課程第一

週，12個班級全數進行問卷前測，內容包含個人基本資料、環境認知、以及公

共服務動機等變數。課程最後一週進行全體後測，題目包括個人相關訓練反

應、環境認知、以及公共服務動機等變數。透過這個資料庫的準實驗設計資

料，本研究能夠探討環境保護課程這樣的價值訓練，是否對提升公務員的公共

服務動機有利。 

 

 

表 1準實驗設計分組 

組別 課程名稱 人數 

實驗組 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 266 

對照組 公務經驗傳承 277 

 

 

變數與分析 

公共服務動機：公共服務動機的定義與測量方式有許多種版本，雖然 Perry 

（1996）被使用的最為廣泛，但多個台灣的研究已經證實 Kim等（2013）所發

展出來的指標更適合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台灣社會（林玉雯，2015；孫同文、

許耿銘，2014；潘瑛如、李隆盛，2014）。因此本研究採用 Kim等（2013）的

版本，將公共服務動機分為公共服務的興趣（Attraction to Public Service，

APS）、對公共利益的承諾（Commitment to Public Values，CPV）、同情心



（Compassion，COM），與自我犧牲（Self-Sacrifice，SS），共 16題，每個構面

各四道題（見表 2）。 

 

 

表 2 公共服務動機測量 

構面 題目 前測

Cronbach’s 

α 

後測

Cronbach’s 

α 

對公共服

務的興趣

（APS） 

我對那些能夠提出公共服務方案與政

策，進而改變社會的人尊敬有加。 

0.80 0.83 

我對於親身參與改善人民生活福祉的活

動，一向深感興趣。 

  

為人民提供優質的服務，一直是我追求

的人生目標。 

  

若能藉由公共政策而對社會有所貢獻，

會讓我感到有存在的價值。 

  

對公共利

益的承諾

（CPV） 

我認為，維護社會上每一個人的平等權

利是非常重要的。 

0.76 0.82 

我認為政府公共服務的穩定性，是人民

生活的重要依靠。 

  

我認為公共服務計畫的擬定，不僅應考

量現實狀態，更應考量下一代的福祉。 

  

我認為公共服務是一個必須遵循倫理規

範的工作。 

  

同情心

（COM） 

當我看到社會上的弱勢者受害時，總是

於心不忍。 

0.82 0.86 

當身邊的人遭遇困境時，我總是能感同

身受。 

  

每當社會上有人受到不公平待遇時，我

總是氣憤難平。 

  

身在社會當中，考慮他人的福祉是非常

重要的。 

  

與自我犧

牲（SS） 

我已經準備好去推動對人民有益的政

策，即使傷害了我個人的利益也在所不

惜。 

0.84 0.89 

我相信對人民與社會作出貢獻，比個人

的生涯發展更為重要。 

  



我認為即使失去陞遷機會，努力完成對

大眾有益之事仍是值得的。 

  

即便對自己產生金錢損失，我也願意去

支持一個幫助窮人的社會政策。 

  

 

 

分析方法 

為了回答本研究的兩個研究問題：（1）價值性的訓練是否能有效提升公務員的

公共服務動機？（2）哪些變數可能影響公共服務動機的進步程度？本研究的分

析分為兩個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以成對樣本 t檢定檢驗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公共服務動機分數是否有

顯著差異。這個部分將先行分析公共服務動機的總分是否有顯著差異，再針對

四個構面分別探討。 

 

第二階段：透過多元迴歸（OLS）模型瞭解哪些變數可能影響公共服務動機的

進步幅度。由於本研究旨在瞭解價值訓練是否對提升公共服務動機有利，因此

第二階段的分析只會將實驗組的樣本納入。本研究將透過五個迴歸模型，分別

以實驗組樣本的公共服務動機總分的前後測分數差異，以及四個構面個別分數

的前後測差異做為依變數；本研究初步納入分析的自變數包括：環境認知初始

分數、進入公部門的動機為與自己的理念契合、對課程的理解程度、對課程的

投入程度、教育程度、年齡，以及性別。 

 

研究結果 

一、價值性訓練可以提升公共服務動機嗎？ 

表 3、表 4分別呈現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前後測分數比較。結果顯示，兩組的前

測分數差異皆不顯著，表示在實驗之前，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學員特質沒有顯著

差別，能夠進行實驗比較。然而這兩組的後測成績同樣顯示兩組沒有顯著差

別，表示實驗組學員縱使接受價值性的訓練課程，其公共服務動機的改變和沒

有接受價值性訓練課程的學員相比，並無顯著不同。 

 

 

表 3 實驗組與對照組「前測」分數比較 

  實驗組  對照組  t檢定 

構面  N. Mean  N. Mean  diff（實驗-對照） t p 

PSM  262 64.88  275 65.37  -0.49 0.78 0.44 

APS  264 16.23  276 16.23  0.00 0.00 1.00 

CPV  264 17.63  277 17.72  -0.09 -0.58 0.56 



COM  265 16.88  276 17.24  -0.36 -2.03 0.04 

SS  264 14.16  277 14.18  -0.02 -0.09 0.93 

 

 

表 4 實驗組與對照組「後測」分數比較 

  實驗組  對照組  t檢定 

構面  N. Mean  N. Mean  diff（實驗-對照） t p 

PSM  263 64.68  272 65.06  -0.37 -0.61 0.54 

APS  265 16.15  275 16.24  -0.09 -0.46 0.64 

CPV  264 17.43  274 17.26  0.17 1.03 0.31 

COM  266 16.67  274 16.82  -0.15 -0.83 0.41 

SS  266 14.42  274 14.73  -0.31 1.29 0.20 

 

 

本研究另外針對實驗組檢驗公共服務動機各項分數的前後測差異（表 5）。研究

結果顯示，公共服務動機的分數並沒有如預期的提升。若將公共服務動機的四

個構面分別討論，實驗組僅有自我犧牲（SS）這個面向呈現微弱的顯著上升

（p<0.1），其餘三個構面皆呈現下降，其中對公共利益的承諾（CPV）與同情

心（COM）甚至的下降幅度甚至達到或接近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0.05）。但就

整體的公共服務動機總分，前後測的分數並無顯著差異。 

 

 

表 5 實驗組前後測分數成對樣本 t檢定 

 PSM APS CPV COM SS 

前測分數 64.63 16.15 17.41 16.66 14.41 

後測分數 64.90 16.24 17.63 16.88 14.16 

後測-前測 -0.27 -0.09 -0.22 -0.21 0.25 

N 259 263 262 265 264 

t -0.89 -0.82 -2.11 -1.95 1.82 

p 0.38 0.41 0.04 0.05 0.07 

 

 

二、影響公共服務動機增減幅度的變數為何？ 

本研究檢驗學員的環境認知初始分數、入公部門動機、對課程的理解程度、對

課程的投入程度對公共服務動機分數改變程度的影響，由於僅有實驗組學員接

受環境認知訓練，因此這個階段的分析僅包含實驗組樣本。 

 

在實驗組中，環境認知的初始分數對整體公共服務動機的變化有負向的影響；



亦即若學員在課前的環境意識愈高，訓練後的公共服務動機降低愈多。尤其表

現在對公共利益的承諾和同情心這兩個構面上。 

 

在實驗組中，若學員選擇入公部門的原因是因為理念契合，對於公共服務動機

的進步幅度有顯著的負向影響，而且是四個構面皆然（p<.01）；顯示價值性課

程的訓練反而會降低學員的公共服務動機。 

 

對課程的理解以及投入程度是另一組可能影響公共服務動機變化的變數。在實

驗組中，對課程的理解能提升公共服務動機整體的總分，並顯著提升同情心的

程度，但對其他三個構面則沒有顯著的效果。課程的投入程度則是顯著提升公

共服務動機總分，以及對公共服務的興趣這個構面的分數。 

 

 

表 6 PSM進步幅度影響變數 OLS模型估計（實驗組） 

 1 2 3 4 5 

 PSM APS CPV COM SS 

環境認知 -0.270 ** -0.054  -0.072 ** -0.086 ** -0.040  

 (0.106)  (0.037)  (0.036)  (0.038)  (0.048)  

理念契合 -1.060 *** -0.115  -0.283 *** -0.129  -0.513 *** 

 (0.307)  (0.108)  (0.104)  (0.110)  (0.138)  

課程理解 1.570 ** 0.263  0.262  0.536 ** 0.450  

 (0.612)  (0.215)  (0.210)  (0.221)  (0.278)  

課程投入 1.043 * 0.522 ** 0.284  -0.021  0.233  

 (0.604)  (0.211)  (0.206)  (0.218)  (0.275)  

教育程度 0.764  -0.128  0.504 ** 0.332  0.079  

 (0.575)  (0.199)  (0.196)  (0.205)  (0.257)  

年齡 0.014  0.031  0.018  -0.005  -0.039  

 (0.055)  (0.019)  (0.019)  (0.020)  (0.025)  

性別（男） -0.252  0.006  -0.160  -0.120  0.117  

 (0.622)  (0.217)  (0.212)  (0.223)  (0.281)  

常數 -9.282 *** -3.233 *** -3.432 *** -2.684 ** 0.440  

 (3.424)  (1.189)  (1.173)  (1.226)  (1.539)  

           

N 258  262  261  264  263  

F 3.91  2.10  3.37  2.13  2.53  

Prob > F 0.00  0.04  0.00  0.04  0.02  

R2 0.10  0.05  0.09  0.06  0.06  

*p<.1; **p<.05; ***p<.01. 雙尾檢定   

 



 

 

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探究價值性訓練課程是否能夠有效提升公共服務動機，並且分析影響公

共服務動機變動的可能因素。結果發現，價值性訓練依然無法有效提升公共服

務動機，而且是對於公共服務動機的四個構面皆無法有效提升。本研究認為可

能的原因包含以下幾點。 

 

第一，價值性訓練課程的定義困難。價值性訓練與專業訓練的界限實難定義，

舉例來說，過去研究專業課程訓練卻降低公共服務動機的文獻當中，不

乏討論專業倫理訓練課程者，例如醫學倫理、法律倫理。這些以職業倫

理為基礎的訓練依舊被歸類在專業訓練，而且同樣在研究當中認為會降

低公共服務動機。因此以環境保護為題是否能正確的被歸類為價值訓

練，而非另一種形式的專業訓練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研究設計問題：本研究前後測時間差僅唯一個月，雖然中間穿插了訓練

課程，但是前後測時間距離不長，對於問卷題目可能有記憶效果，導致

測量失準。 

 

第三，訓練本身就是將原本用專業服務人群的理想性（ideology）轉換為務實的

（pragmatic）職業操作的過程（Ondrack，1975）。儘管研究設計中的環

境保護課程與公務專業無直接相關，然而這樣的課程安排在公務人員初

任訓練當中的一個環節，依然充滿了實務的暗示。換言之，訓練本身就

是一種將理想型打破成為職務操作的過程，與公共服務動機這樣具有浪

漫理想色彩的本質相互衝突。環境初始認知分數高以及入公部門是因為

理念契合的學員的公共服務動機分數降低尤為明顯，可以證明公共服務

動機的理想性無法與訓練本身的務實性格相容。 

 

本研究的另一個發現是雖然價值性課程無法有效提升公共服務動機，但若是學

員對課程的理解程度高或是投入程度高，則對公共服務動機的提升有幫助。這

個發現其實與公共服務動機無法被訓練的結論有邏輯上的衝突：也就是說，研

究結果雖然發現訓練會降低公共服務動機，但若學員認真投入、理解程度提

高，並不會因為學員對課程內容的吸收程度多了，而使得原本的理想情懷更容

易轉換為務實的操作，進而使公共服務動機降地更低。反之，理解程度的提

高、投入程度的提升都有助於公共服務動機的改善。這個發現提供了公務員訓

練一個出口，亦即如果訓練的講師能夠提高課程被學生的理解程度，並且盡力

引導學生投入課堂參與，就能夠減少公共服務動機的降低，甚至能有效提升學

員的公共服務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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